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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改革开放４０年的历程，中国社会经济状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创造了

新的社会生态和发展条件，导致了社会发展目标和任务的演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

社会已经进入 “新时代”，其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

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了深入考察这

些变化造成的社会改造的需求，我们可以用社会质量理论作为分析视角来展开研究，从社会经

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融合和社会赋权四个方面来考察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化状况、考察目前

所面对的社会问题，评估在新时代中社会政策的推进所要解决的问题和突破口。

在社会质量理论中，社会经济保障方面的因素是评估社会状况的最为基本的因素，也是考

察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的重要方面。①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曾经是一个处在短缺经济中的平均

主义社会。解决大面积的贫困是改革开放初期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经过改革开放后近２０年的

经济发展，中国大多数民众和家庭快速脱贫，中国从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

列。②又经过２０多年的努力，中国政府加大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设立和资金投入的力度，并且

通过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使农村贫困人口数量降至１６００多万。③通过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这些人群有低保项目作为保护，在制度上也有再分配机制来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显然，在今天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得以充分的发展并走向全覆盖的阶段，解决温饱问题已经不再是社会发

展的焦点目标。在新时代，我们的发展目标的定位是超越底线保障和提高经济生活的安全性。

在此前提下，在对于社会现时代的基本问题的考察中，社会经济保障因素不应该再是我们

改革开放的核心任务，因为这些任务已经通过改革开放４０年的努力而逐步得到解决。我们需要

把更多的关注放到社会质量考察的其他三个方面，即社会融合、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社会融

合方面的指标反映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共享意识和社会团结精神，它是社会价值观念的折射，能

够作为社会心态晴雨表有效地反映社会的价值基础。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处在单位主义制度下。

城市里的企业和农村的公社大队都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管理者。由于每个个体都具有单位人的身

份和集体的属性，人们的个体意识十分薄弱。这种状况限制了人们的个体性但却强化了集体意

识并形成较强的社会团结精神。改革开放的进程为重塑这一价值基础开辟了道路。强化个体意

识和首创精神成为改革开放成果的价值支撑，而社会团结精神有助于人们对于追求小康社会、

翻两番这些目标形成共识。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分化程度的加剧，跨群体的价值认同正在削弱。

一些人群中的仇富心理和仇官心理更加剧了人们价值认同出现撕裂的风险。即便在社会保障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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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我们也会看到 “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现象。在许多情况下，公共财政在社会救
助和收入再分配方面的支持和投入并未给受惠者带来很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社会群体的这种
心态反映出价值评价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给形成社会发展的共识基础提出了挑战。由此，如何

强化社会的共识基础、为社会发展奠定价值认同的支持就成为一个艰巨的任务。

在社会体制方面，社会质量理论要求我们考察社会包容方面的状况。这种状况可以通过两
方面来反映，一是考察社会体制内部的阶层化和固化的程度；二是考察社会体制的覆盖性，以

降低被社会排斥的群体的人数。在改革开放前，单位制的体系一方面是社会结构的固化，包括
城乡二元结构和不同所有制下单位的区隔和特权优势；另一方面，单位体制对单位成员提供广
泛的甚至是涉及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包容。①改革开放后社会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面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社会结构日益开放，城乡二元体制不断被打破。特别是城乡流动使社会组织日益多
元化，提升了社会包容的程度。②这种社会进步是由体系的开放性和普遍的公共服务的发展所带
来的，它给社会个体更大的社会空间和更多的选择机会。

但是，在社会包容的程度不断提升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社会区隔的现象增加，③降低了社会
包容的程度。改革开放进程使以往扁平化的社会结构 （伴随着平均主义）走向了阶层分化的状

态，这种分化对于社会体系的成长来说是种进步。它允许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生活状态的多样
化。但另一方面，当这些分化了的阶层和利益群体日益固化，就逐渐形成了社会区隔。在今天，

一些群体抱怨体制内人员享有各种优势而体制外的 （特别是在民间的）机构和组织却难以获得

这些优势。阶层流动有所弱化，贫富阶层流动渠道正在减少。高考等社会流动渠道起到的作用
有所削弱。社会阶层流动机会的减少和群体利益的固化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社会排斥的
状况。

在发挥社会活力的问题上，社会质量理论把社会赋权和社会参与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
基本方面。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被一些学者称为 “总体性社会”，④社会提供给个人发展的空
间十分有限。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国家与市场和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斯大林模式中

是断裂的。改革开放为新的社会形态的成长开辟了道路。目前，引导支持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已
经成为政府工作的任务之一。例如近五年来，中央政府大力倡导协同治理，发挥社会活力进行

社会创新，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⑤同时也通过各种努力简政放权，削减权利清单，但是，

有限的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制约了政府目标的实现。

改革开放的成功是一个不断打破既有框架，不断给民间社会和市场主体拓展发展空间的过

程。政府鼓励改革探索者破除旧体制的限制来创造发展空间。在改革开放的 “新时代”，我们仍
然要通过增能和赋权来焕发广大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打破官本位制的桎梏。这不仅仅因为
在官本位下许多民众无缘参与决策过程，或处在 “被动参与”的境况中，也因为这使民众缺乏

参与的愿望和责任感，甚至会把社会发展的目标看成是与 “平头百姓”无关的事。

以上所述的中国现阶段的发展问题，要求我们采取包容性社会政策来回应，包括了社会共
识的建立、社会体制的开放度和打破社会区隔，以及破除官本位制的藩篱给社会提供活力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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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手段。在建设社会共识方面，包容性社会政策要求我们认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价值多元性，

以便建立和拓展社会共识的基础。中国社会已经走出了总体性社会和单位制的身份认同，作为
替代，公民权利意识正在成长。在此，要形成普遍的和有效的价值基础并建立社会共识，通过
不同利益群体的对话和协同来达成共识，通过社会妥协来形成良好的利益关系。此外，采取包
容性社会政策有助于人们从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变化，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

达成强化社会团结精神的目标。

社会开放度和社会区隔问题是涉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现代化的另一个关键问题。通过改革开
放，中国社会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走向一个差异的、分化的社会。要正视社会阶层分化
的现实，把它看作社会演化的正常状态。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反贫困和再分配的努力对于
缓解贫富阶级或阶层的矛盾和冲突具有重要意义；但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这些早期有
效的政策的效率在不断下降。因此在新时代，我们需要寻找新的途径来增进社会融合和社会包
容。培育中产阶层的成长将是一条新的路径。

包容性的社会政策强调社会融合的功能。中产阶层群体所具有的独特地位使它能够与处在
社会阶层两端的群体进行沟通和交流，调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同时，中产阶层常常把社会
进步作为价值导向，具有创新和探索的精神。①因此，要鼓励中产阶层成长的制度，把中产阶层
作为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力量，致力于形成 “中间大两端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以利于社会各
群体保持良性互动。而那些通过权利的集聚而形成的利益固化的现象则有害社会融合，不利于
社会的稳定发展。

实行包容性社会政策也要求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共同发展。这一政策导向与政府对于社会
生活的全面干预的导向不同，要求政府在民间领域中要制约权力任性，给社会组织和机构的发
展留有空间。近年来，政府通过公共财政对社会事务进行广泛的干预，推进公共事务和民生保
障的发展，但由于政府的责任无所不包而其管理又无法达到无所不在的程度，这也造成了其管
理经常缺位。近几年来中央政府大力倡导调动社会力量进行协同治理，需要采取措施，激发各
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创新的热情。

以上对于社会质量状况的考察和分析揭示了在新时代中我们面临着全新的发展环境和新的

发展任务。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形成了塑造价值多元性和生活方式
多样性的时代要求。然而，社会区隔的现象也容易导致价值冲突和认同缺失的风险。这种社会
结构的状况也影响到民众的社会赋权和社会参与状况。为此我们需要采取包容性的社会政策来
应对社会问题，打破官本位制度的藩篱，缩小有权者和无权者的利益鸿沟，提升民众参与的积
极性。为此，政府需要具有包容的态度，减少行政干预，淡化行政色彩，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
用，使民众发挥主动性，积极投身于新时代的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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